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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
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

徐秀军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政策盛行。 由于

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回溢效应和联动效应日益加大，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面

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全球经济治理的赤字不断加大。 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

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非中性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更加突

出。 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和内在矛盾

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密切。 但在无政府状态

的现行国际体系下，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和基于主权原则的经济全球化之间的

矛盾也日益凸显，在国际层面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错配难以避免。 这使得消除经济全球

化的负面效应更加困难，也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普遍缺失。 当前，提高经济全球

化的包容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如何给予经济全球化的受损

者合理补偿、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

对全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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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 早在 １９ 世纪，很

多哲学家就对人类的经济全球化实践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理论探索。 例如，卡尔·马克

思（Ｋａｒｌ Ｈ． Ｍａｒｘ）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Ｅｎｇｅｌｓ）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党宣言》《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资本论》等著作中就阐述了世界贸

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和过程。 《共产

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

界性的了。”①进入 ２０ 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世

界市场，从而使各个国家、民族逐步连为一体。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阵营

的相互隔离使经济全球化主要局限在东西方市场内部。 直到冷战结束，世界市场才在

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条件下逐步融为一个整体。 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经

济全球化，其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世界市场是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得到迅速发展的。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除了技术进步的客观条件外，在很大程度

上还在于它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而全球化的收益从一开始就同贸

易相伴相生。 这主要基于如下逻辑：每个国家和经济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在交换

中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各自的利益。 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以所多易所

鲜”，并用“货殖”来阐述交换中的收益。② １７ 世纪，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托马

斯·孟（Ｔｈｏｍａｓ Ｍｕｎ）更为全面地论述了对外贸易的各种收益。③ 英国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则明确将“得自贸易的收益”作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之

一。④ 他认为，如果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优势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世界各国的福利

就会增加。 基于这些理念，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降低市场交易

成本、创造国内统一市场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并因此获得了巨大收

益。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及其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实现 ４０ 余年贸易与经济的

快速增长便是较为突出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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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２００８ 年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一些国家经济政策的“内

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盛行。 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ＣＥＰＲ）全球贸易预警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数据库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全球累计出台了 １３９５４

项有损他国商业利益的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其中 ２０１８ 年达 １６９４ 项，创历史最高纪录。

分国别来看，美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最多。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美国实施的保

护主义措施高达 １９１３ 项，居全球首位；同期，排在第二位的德国累计出台 １５４８ 项保护

主义措施（如图 １ 所示）。 尽管金融危机已过去多年，但是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减少保

护力度，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还大幅增加。 例如，２０１８ 年美国出台 ２３８ 项保护主义措

施，较上年增加 ３７．６％；同期，德国出台了 １８７ 项保护主义措施，较上年增加 １１４．９％。

这表明，对很多国家来说，保护主义措施并非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呈现出不

断加剧和长期化的发展趋势。

图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全球与主要大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措施数量

资料来源：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ｌｅｒｔ． 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这些因素增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并使经济全球化经受巨大挑战。 引

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

从各成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的立场和主张来看，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受阻将影响全球化收益的获

取，意识到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从历史实践来看，经济全球化以国际分工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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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基础，把经济活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机会传导到世界各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经济治理

的赤字不断加大。 治理赤字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① 全球经济治理是

以规则等制度为基础的治理。 从深层次讲，经济全球化的治理赤字表现为全球经济治

理制度中的民主赤字、责任赤字和效用赤字。② 从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行动来看，全

球治理赤字直接反映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日益盛行的逆全球化政策上。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目标同政策行动之间出现了背离？ 这一问题既与全球

治理赤字产生的根源相关，也将为消化全球治理赤字奠定基础。 本文将尝试用国际政

治经济学中“国家—市场”的分析框架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二　 审视经济全球化进程：现象描述与理论探讨

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一般不外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基本维度。 在器物层面，

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商品和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

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加快；在制度层面，原本的“地方性”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

得到普遍的尊重或日益具有普遍性，同时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对非中性的国际规则高

度敏感、依赖；在观念层面，借助于传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

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交流与碰撞中或趋同或分化。③ 这反映了认识全

球化进程的复杂性，也使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认识产生了分歧。

（一）现象描述：逆全球化的争论

一般来看，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是衡量经济全球化进程最为重要的指标。 在贸易

方面，近年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明显乏力，实际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速成为新的常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ＵＮＣＴＡＤ）的数据显示，继 ２００９ 年全球货物出口额较上年

大幅下降 ２２．２％后，２０１５ 年再度出现 １２．９％的降幅。 尽管 ２０１８ 年全球货物出口额达

到 １９．４７６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提升难以突破

（如图 ２ 所示），实际增速仍处较低水平。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初步估算，２０１８

年全球货物出口额实际增速仅为 ２．８％，低于世界经济增速 ０．４ 个百分点。④ 在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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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面，全球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的增长远低于历史水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流入额平均年

增长率为－１．５％；而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 ３０ 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

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８．２％；近三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逐年下滑（如图 ２

所示）。 贸易与跨境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回落成为全球化逆转的直接证据。

图 ２　 １９７０—２０１８ 年全球货物出口额和 ＦＤＩ 流入额及其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例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正在新的维度加速深化。 例如，２０１６ 年麦肯锡全球

研究院（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发布的一份报告从跨境数据传输与共享及其经济

效应理解经济全球化进程。 报告显示，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全球跨境宽带数据传输

增长了 ４５ 倍，在接下来的 ５ 年中还将增加 ９ 倍。 同期，全球经济总量因此至少增长

１０％，其中仅 ２０１４ 年就因此增加了 ２．８ 万亿美元。 同时，全球 １２％的货物贸易通过国

际电子商务实现，５０％的服务贸易实现了电子化。① 美国信息存储资讯科技公司易安

信（ＥＭＣ）预计，２０２０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３０ＥＢ 增加到 ４００００ＥＢ，相当于

全球每人拥有超过 ５２００ＧＢ 的数据。② 由此可见，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和信息正处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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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时期，跨境数据流动增长正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积极信号。

此外，一些学者从制度和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来考察全球化，认为国际贸易

规则的普遍适用性不断提高，是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① 在他们看来，尽

管全球化正在经受严峻挑战和挫折，但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仍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

中。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现有国际规则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尽管当

前大部分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是由个别或少数国家制定创立的，但其接受者不断增

多。 二是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 无论是在区域还是全球层

面，新规则的制定和新机构的创立已不再为个别和少数国家垄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 三是国际规则涉及的领域和议题越来越

广。 随着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议

题不断涌现，推动了相关领域新规则的制定。 同时，国际经贸规则还在从边界规则向

边界内规则扩展，规范的对象则涉及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等。②

从政策维度来看，近年来一些经济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经济政策的

排外和“内顾”倾向加重。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采取更加

强硬且力度更大的保护主义政策。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政府推崇“美国优先”，大力推

行单边主义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并设置“毒丸条款”，③宣布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向多国挑

起经贸摩擦。 在欧洲，欧盟内部的分裂势力日益增强，英国新首相将“脱欧”作为政府

主要议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前景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

区，热点问题频现，反全球化运动经久不息，威胁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多边经贸合作。

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相互交织使得多边经贸体制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侵蚀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基础。 尽管全球化是否正在逆转还存在争论，但全

球经济正在遭受逆全球化政策的挑战是不争的事实。

（二）理论探讨：全球化的可逆性

在全球化的早期研究中，总体上将全球化的发展视为理所当然，较少关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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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提交其他各方进行审查和影响评估；签署后其他各方有权在提前 ６ 个月通知的条件下终止三国协定或重新

签约替换相关条款。 该条款因被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Ｗｉｌｂｕｒ Ｒｏｓｓ）喻为“毒丸（ｐｏｉｓｏｎ ｐｉｌｌ）”而被称为

“毒丸条款”。 “毒丸条款”最显著的特点是排他性。 它通过排除其他国家的参与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本质上是

一种保护主义条款。 同时，该条款也限制了协定签署方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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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逆性。 随着全球化研究的深入，很多人仍坚信全球化既不可逆转也不可避免。①

但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对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前景提出质疑。 为了探寻影响全球化

发展的因素，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提出，市场化的国际社会

由如下两个方向的相反运动构成：一是扩大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二是抵制经济

“脱嵌（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市场自由主义者

将全球市场运行的保护性障碍视为“集体主义阴谋（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由于自

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存在自身无法应对的压力，波兰尼认为，为全球市场运行设置保护

性障碍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一种自发的、非计划的反应。 为了阻止经济“脱嵌”带来的

灾难，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得不发生，并且有利于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也需要这种反

向运动来维持稳定。② 正是由于这种“双向运动（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作用，全球化

才会放缓、停滞或倒退，并因此行稳致远。
根据保罗·赫斯特（Ｐａｕｌ Ｈｉｒｓｔ）和格雷厄姆·汤普森（Ｇｒａｈａｍｅ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约瑟

夫·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丹尼·罗德里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等人的研究，全球

化在逻辑上存在逆转的可能性，认为全球主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强化过程速度的放缓、停滞

乃至由强转弱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逆转的征兆和证据。③ 同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全球

化逆转的原因。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考察了全球化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逆转的过程，指出其根源在于帝国的过度扩张、大国之间的竞争、不
稳定的联盟、流氓政权和恐怖组织。④ 有学者将全球化逆转的动因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二是大规模战争、自然灾害、疾病、恐怖主义等不

可控的外部冲击；三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四是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⑤

这些对全球化逆转这一现象及其动因的研究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

直线上升的过程，短暂的倒退是可能的，甚至还有其必然性。 在多数学者看来，全球化

不仅不会因此崩溃，还会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继续向前推进。 正如有人所说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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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基于“双向运动”理论的视角》，载《国际观察》，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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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可逆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逆转，而是相对意义的逆转”。①

一些从技术角度分析全球化的学者给出的判断却不尽相同。 美国国际政治学家

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认为，全球化受技术和政策两大因素驱动，由于技术进步

不会倒退，其对全球化的影响总是正向的，因此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挑战来自国家政

策。② 但国家政策会发生周期性调整，所以经济全球化终将继续向前。 也有学者认

为，在过去数百年中，技术进步为人员、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货物和服务

贸易提供了便利，但技术进步也会助推“逆全球化”进程。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

系学者芬巴尔·利夫西（Ｆｉｎｂａｒｒ Ｌｉｖｅｓｅｙ）将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下降作为分析

基础探讨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实质。 他认为，全球化正在经历从离岸到回岸、从全球到

本土的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３Ｄ 打印等新技术的发展将使劳动力成本不再成为企业

管理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本土化而非全球化更能节省成本，国际分工的基础将因此发

生根本性动摇，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和全球贸易持续下降将成为可能。③

在一些激进的全球化研究者看来，只有全球化逆转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全球

性问题。 例如，总部设在泰国的政策研究机构 “聚焦全球南方 （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的创始人沃尔登·贝洛（Ｗａｌｄｅｎ Ｂｅｌｌｏ）就较早提出逆全球化主张。 他认为，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制度无法兑现让所有人共享繁荣的承诺。 由

于政府不愿干预，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会导致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的萧条。

因此，全球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过程，全球秩序的合法性也正在被削弱。 为此，他主张

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进行解构和重构：一方面，在实体和机制上废除布雷顿森

林体系，例如将 ＩＭＦ 转变为没有政策权力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新建立的区域经

济体系中，除了要包含政府和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国民组织也要积极参与其中。④ 这

既表达了对全球化现状的不满，也能为全球化的逆转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

三　 全球化时代国家、市场与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

在国际层面，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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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济政策既是国家对市场施加影响并使其服务于国家目标的方式，也是对世界市

场侵蚀国家权力和制约国家行为的反应。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与各

自功能的变化使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呈现新的特征。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

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分析，经济全球化可以看作

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

从历史上看，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

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旧

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

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

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此。”①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

广泛的社会分工，进而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② 商品交换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则形成了

世界市场，从而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

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相伴而生。 在少数

西方大国的主导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很难有自

主的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建立在

殖民体系基础上的世界市场开始根本改变。 同时，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世界

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经济全球化随即进入“两个平行市场”的发展

阶段。 在此阶段，商品和要素主要在两个市场内部流动。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世界体系中，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加大了。 在资本主义世界，国家致力于通过行政手段

来恢复经济秩序和创造市场，并借助市场实现自身目标。 作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具体

体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税（ ＩＭＦ）和贸

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等重要国际机构和协定。 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实行的是国家高度

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冷战结束后，两个平行世界才逐步融合为一个整体，世界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国

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深化，各国相互依存大幅提升。 这一方面表现为参与世界市场

的主体数量大大增加。 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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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相互联系日益加强，共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同时，跨国公司的数量

和规模空前扩大，成为世界市场中最为活跃的力量，甚至个人也能对世界市场产生影

响。 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和地区卷入世界市场的深度大大增加，国际贸易与投资等跨

国经济活动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严格意义上讲，以此为起点，

人类由此进入真正的经济全球化阶段或者说全球化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参

与全球化的自主性大幅提升，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才按其内在逻辑演进。 这为考察

国家与市场关系奠定了基础。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在新的领域以新的形式

加速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发展的能动性也因此呈

现新的趋势和特征。 一方面，世界市场的边界不断拓展，并向国内社会侵蚀和渗透，从

而影响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另一方面，随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各种弊端的累积

和加剧，民族国家在主权范围内的政策调整和跨越国境的政策协调更加频繁，以应对

强大的市场功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正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学者肖恩·里

艾恩（Ｓｅａｎ Ｏ． Ｒｉａｉｎ）所言，全球化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时代的国

家、市场和社会是相互嵌入的，并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来相互构建。①

（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政策：特征与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策更具复杂性，对其的系统理解和考察必须根据国家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互动来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了应对世界市场的变

化，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日益呈现出新特征。 从影响来看，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回溢效应（ｓｐｉｌｌ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和联动效应（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所呈现出的新趋势。

一是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加大。 所谓“溢出效应”是指一国经济政策对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从影响的施加者来看，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对

外部世界的影响更大；从受影响的对象来看，对外依存度较高或经济脆弱性较高的经

济体更容易受到他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加大了

经济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频率，但一些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政策溢出效应，试图将自身的

危机和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和地区。 例如，作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肇始国和世界第

一大经济体，美国在危机后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大规模的量化宽

松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些政策在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却给其他很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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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 这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一

国经济政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溢出效应。 为了评估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更好监

测全球经济运行和推动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对话，ＩＭＦ 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发布溢出效

应报告，并重点考察中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等 ５ 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Ｓ５）的

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① 在后来的报告中，ＩＭＦ 还将对溢出效应的监测范围扩展到 ５

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之外。

二是经济政策的回溢效应日益加大。 回溢效应是指受溢出效应影响的国家和地

区采取的相关应对政策对溢出效应来源国的影响。 回溢效应的存在表明国家之间的

政策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中国等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时，往往将外部政策环境视为重要变量；而对美国等主要发

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却少有考虑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相

应政策调整可能会对自身产生的影响。 如今，情势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回溢效应逐步

进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的视野。 一项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策回溢效应的研究表明，

在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会通过改变外汇储备、国内货

币政策以及汇率等政策调整对美国产生回溢效应，导致美国利率水平上升，进而对美

国国内投资和经济复苏产生抑制作用。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政策的回溢效应最为

显著。② 正因如此，自 ２０１４ 年起，ＩＭＦ 发布的溢出效应报告开始关注受溢出效应影响

的经济体的相关政策的溢出，回溢效应由此被纳入考察范围。③ 这些新的变化表明，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只顾自身条件和目标来制定

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三是经济政策的联动效应日益加大。 联动效应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政策在调整的频率、力度和方向上呈现出来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在全球化时

代，尽管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基础和条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各不相同，但在一个开

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关系。 这里既包括在

积极意义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也包括在消极意义上的相互干扰与制

约。 从客观结果来看，经济政策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各国经济政策的趋同性。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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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普遍推出促进经济复苏的刺激性政策之外，近年来各国经济

政策的趋同性同样非常明显。 在财政政策上，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主张减税的特朗普当选

美国总统的同时，英国政府就宣布了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内的一系列

减税计划。 次年，美国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 （即“税改法案”）后，多数全球主要经

济体都下调了税率。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１８ 年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有 １４ 个成员的总

税率较 ２０１６ 年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意大利下降 ８．９ 个百分点，印度、法国和中国降

幅均为 ３ 个百分点以上。 总税率提高的只有墨西哥、南非和德国，分别提高 １ 个、０．３

个和 ０．１ 个百分点。 另外 ３ 个成员的总税率则保持不变。① 在货币政策上，仅 ２０１９ 年

前三个季度，在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追踪的全球 ３８ 家央行中，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

在内的 ２２ 家央行宣布降息。 剔除实行资本管制的阿根廷央行和利率数据不完整的克

罗地亚央行后，降息比例超过六成。②

（三）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

在分析国际社会中的任何现象时，无论是强调国家还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功能，

都不能完全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 即便是在主张经济自由放任、政府减少干预的学者

看来，政府仍然要承担为市场提供必要条件和保障的功能。 在很多学者看来，国家与

市场的关系是理解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变化的基础。 世界市场会影响国家之间

的关系，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也会成为影响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③ 同世界市场的形成

和发展一样，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潮流，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原因，也与国家基于实

现自身利益的政策选择不无关系。 如果假定国家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

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便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并最大限度地在财富分配中争取利

益。 因此，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将国家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理解国家经济政

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基本线索（如图 ３ 所示）。

一方面，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了全

球福利的改进。 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对利

润最大化的追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通信、运输和交易成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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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幅下降，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此背景下，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国

家开始实行经济政策的大变革、大调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 在美英等

西方发达国家，以“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政策

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理念。 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开始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在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深入

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成为很

多国家改革的核心内容。 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为各类市场主体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提供了便利。 “两个平

行市场”的格局逐步被打破，经济全球化步入加速发展的轨道。 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

流动规模大幅攀升，世界经济由此步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根据 ＩＭＦ 的统计数据，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全球经济年增长率的平均值为 ３．１％。 到 ２００７ 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

率上升至 ５．６％。①

另一方面，非中性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有约束作用。 经济全球化既

是一种为世界各国创造财富的进程，也是一种在各国之间分配财富的进程。 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的提高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最为突出的特

征。② 例如，在贸易领域，贸易的迅速增长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完善相辅相成。 但

是，国际规则对不同国家、组织和个人带来的收益并不相等，也就是说国际规则具有非

中性。③ 同时，由于缺乏对全球化收益的有效调节和公平分配，不同国家和人群所享

受的全球化收益不断分化，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全球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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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矛盾日益累积，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凸显。 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甚至一国内部的问题也会迅速传导和扩散到世界各国。 ２００７ 年

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便是有力例证。 因此，全球化是

一柄“双刃剑”。 尽管困扰世界的各类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但很多国家

因此开始谨慎对待经济全球化，并对经济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 无论是主张加强国际

经济的协调与合作、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都是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政策反应。

四　 全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错配

从历史来看，世界市场体系与现代国家体系相伴而生，相互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

共生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紧张。① 这是因为市场力量既可能促进国家和

社会发展，也可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害。 为此，长期以来，国家对市场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干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便是国家干预

和规范市场的具体体现。 但与存在中央政府的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

态。 在国际层面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中，国家面对市场的破坏力量只能采取自助策略

（ｓｅｌｆ⁃ｈｅｌ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中央权威，如果世界各国之间不能形成合

力，国家对市场的引导和干预就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

力量的迅速崛起，业已存在的国际规则体系愈发难以有效管控经济全球化的“双面效

应”。 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与基于主权原则的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并对全球经济秩序带来深刻影响。

（一）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经济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向全球市场经济转

变并形成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相互独立的各个国家

和地区经济的联系加深，而且是基于统一市场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因此，市场原则是

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逻辑。 所谓市场原则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一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相互联系，各国按照价值规律、

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

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 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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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其一是逐利性。 经济全球化的逐利性源于资本的逐利性。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一

旦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资本便成为形成世界市场的重要推手，并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

换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 早在 １７０ 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在《共产党宣言》中

指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充斥着资产阶级对产品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 它必然到

处安家筑巢，到处建立联系。”①由此可见，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对外扩张和延伸的过程。 同样，受资产阶级控制的民族国家通过支持和参与对外扩

张来获取财富，改善其经济状况。 尽管当今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已不再表现为赤裸裸的

资本扩张，但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个人，它们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时获取自身利益的

动机却没有改变。 经济全球化的逐利性有助于提升全球经济发展的效率，但也成为许

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其二是开放性。 经济全球化对市场体系的开放性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层

次的开放，即消除国内市场中的各种障碍。 这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必然要求，也是经

济全球化不可缺少的国内基础。 在体制保障上，市场机制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

段，政府只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 在此前提下，各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之间的深度对

接和融合才成为可能。 二是国际层次的开放，即通过将各类市场对外国开放建立同国外

市场之间的联系。 在此过程中，各国按照反映国际市场中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由

市场主体去配置资源、决定资本流向，从而实现合理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目的。 国

际层次的开放既包括产品市场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也包括要素市场开放。 这是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从现实来看，世界市场中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资本的自由

流动都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更是难以推行。

其三是竞争性。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够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就在于世界市场中

充满了各主体之间的竞争。 现代市场体系鼓励和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这是

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重要保障。 但是，世界市

场中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事实上，世界市场的竞争不仅

难以控制，也难以做到公平。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全球

范围内配置资源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因而相比国内企业拥有更大的竞争优

势。 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逃避国家的“约束”和“治理”来减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

是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全球化难以避免的后果，也是全球化遭受质疑的原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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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２７５—２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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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主权原则的经济全球化

在全球市场经济的扩张阶段，各国特别是霸权国家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和地区性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和重要性趋于增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挑战。 对此，苏
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明确指出，传统的国家权威日益下降并向跨国公司、国
际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非国家权威转移，国家权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得日益分

散。① 尽管如此，国家或政府仍然发挥着其他行为体无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在“市场

失灵”和全球性问题凸显时，其他行为体相比国家行为体具有更加明显的局限性。 在民

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主权原则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不可回避的另一重要线索。
从 １５ 世纪和 １６ 世纪之交开辟新航路到 ２０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世界

市场完成了从萌芽、发展到最终建立的过程。 与之相应，主权观念也经历了逐步形成

和不断强化的过程。 １６ 世纪法国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让·布丹（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最
早系统提出主权国家理论，指出主权是国家存在的原则，是一国享有的统一的、不可分

割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② １６２５ 年，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系统地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角度阐述了国家主权的内涵，并将主权作为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③ 在 １６４８ 年签订的、被称为现代主权国家形成标志

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后，主权原则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 为适应国际关系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主观观念与理论不断有

新的发展。 但主权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权原

则对内体现为至高无上性，即主权在一国内部高于其他所有权威；对外体现为独立性，
即主权独立于所有外部权威。④ 这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

的原则决定内部事务，并且不受其他国家干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和殖民地的独立，主权原则成为公认

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在《联合国宪章》中，各会员国主权平等成为联合

国的首要原则。 １９７０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１８８３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

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明确阐述了主权平等的基本要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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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果·格劳秀斯著，何勤华等译：《战争与和平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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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各国享有充分主权的固有权利；各国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的

个性特征；各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容侵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

会、经济及文化制度；各国有责任充分、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并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①

这些原则为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奠定了法理基础，也为国际社会中小国免受大国压迫

和侵犯提供了法理支持。 但与此同时，主权原则也使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整合变得更

加困难。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但又必须面对一个

事实，那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被民族国家分割的世界。 基于主权原则，各

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首先甚至仅仅考虑自身利益。 在全球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各

国为实现自身利益难免会存在分歧，甚至产生冲突。

（三）全球层面国家与市场关系错配及其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

用，两者能够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国家为市场发展创造条件

和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市场力量也能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 为了促进经济全球化的

健康发展，理想的状态是：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原则和主权原则相互兼容，全球层面的国

家与市场关系和谐共生。 而从现实来看，世界市场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全球经济一体

化，主权的对内至高无上性和对外独立性却会导致全球经济的碎片化。 这使得在现有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不得不保持一种脆弱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史上迄今为止割裂世界市场、阻碍经济全球化的首

要因素，由此引起的各国市场之间的隔绝是难以弥合的。② 例如在货币领域，为了彰

显主权，多数国家都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是导致国际货币竞争的客观因素，也为国际

货币金融市场埋下了许多隐患。 更进一步，由于使用不同的货币，国境成为分隔国内

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明显界限，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便有了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 同

时，不同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还会增加国际贸易的风险。 即便在一些国家之间消除了

货币差异，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界限依然存在。 由于主权的让渡，部分欧盟成员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并形成欧元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欧元成为欧元

区唯一合法货币。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欧元区包括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

等 １９ 个主权国家成员。 在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成员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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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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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ｅｔ ／
ａ２５ｒ２６２５．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

在一些情况下割裂世界市场和阻碍经济全球化有其必要性，当不同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竞争条件相差较

大时尤其如此。 但不可否认，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来看，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政策仍是最主要的客观制约因素。



不同的财政政策。 这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为促进形成跨越主权界限的统一市场而做

出的最大妥协。 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对称结构，欧元区各成员国为了追求自

身利益，存在财政预算超支的内在激励。① 正因如此，２００９ 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并引

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员国的财政失衡是主权国家建立的货币

联盟走向消亡的主要原因。 １８６５ 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倡导建立的拉丁

货币联盟和 １８７３ 年瑞典和丹麦等国倡导建立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皆是如此。 这

些案例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困境。
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失灵导致经济全球化产生负面效应的情况下，民族国家难

以发挥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且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其行动和政策还可能加剧

业已存在的负面效应。 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市场力量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不仅不

能保证所有国家公平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还往往导致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
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各国政府的引导、调节和干预。 但全球无政府状态

决定了现有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 在这种体系中，拥有不同实力基础、利益诉求

和发展目标的主权国家形成共同政策、采取共同行动的难度很大。 ２００７ 年美国次贷

危机的溢出效应初步显现时，各国政府并未形成合力加以应对，最终使国际金融危机

的爆发、升级和扩散变得不可避免。 即便在全球性问题面前，民族国家也会因为利益

攸关度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很难在责任和义务的分担上达成共识。 在世界

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重新意识到国家对世界市场监管的

重要性，但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消除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有效政策协调被日

益盛行的保护主义取代。

五　 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缺失与逆全球化政策的盛行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在世界市场中创造财富的不均衡以及财富在不同国家和

群体之间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全球不平等问题加速累积。 这反映了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主

权国家在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方面的局限性。 同时，治理全球化的规则体系变革滞

后，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从而为民族国家的自助政策提供了空间。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财富增长，也加剧了全球收入不平等，不同地区、不同国

家、不同人群不能平等地享受全球发展“红利”。 过去近 ２０ 年中，不同国家之间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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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迅速拉大，收入和财富不均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世界银行数

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纳入计算的 ２２２ 个国家国民总收入（ＧＮＩ）的方差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８７

倍；同期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方差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５ 倍（如图 ４）。 瑞士瑞信银行（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在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中期的 １２ 个月中，全球总财富较上年同期

增长 ４．６％，达到 ３１７ 万亿美元；全球平均财富达到每位成年人 ６３１００ 美元，达历史最

高水平。 分地区来看，北美地区总财富规模超过 １０６．５ 万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５％，继续居各地区首位；而拉美地区的总财富规模较上年同期则下降 ４．６％。 从不

同收入群体来看，占全球人口 １％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球 ４７％的财富，占全球人口

１０％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球 ８５％的财富。① 一国内部的收入分化也呈上升趋势。 作

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近年屡创新高。 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

普查局的报告估计，２０１８ 年美国基尼系数上升至 ０．４８５，创过去 ５０ 年来新高，其中哥

伦比亚特区和纽约的基尼系数分别达 ０．５２４ 和 ０．５１３。②

图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各国 ＧＮＩ 与人均 ＧＮＩ 方差指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６
日。

注：２００１ 年＝ １００。 ＧＮＩ 方差根据统计期间数据完整的 ２２２ 个国家和地区的 ＧＮＩ
计算；人均 ＧＮＩ 方差根据统计期间数据完整的 １８２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ＧＮＩ 计算。

·７１１·



①

②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ｅｄｉｔ － ｓｕｉｓｓｅ． ｃｏｍ ／
ｍｅｄｉａ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ｄｏｃｓ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Ｇｌｏｒｉａ Ｇ． Ｇｕｚｍａ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２０１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ｒｉｅｆ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９ ／ ａｃｓ ／ ａｃｓｂｒ１８－０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



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经济全球化

的负面后果中影响国家对内和对外经济政策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因素。 美国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间贸易部门和非

贸易部门的收入变化后发现，美国非贸易部门人均收入增加值从 ７．２ 万美元增加到 ８
万多美元，而贸易部门则从 ７．９ 万美元增加到 １２ 万美元。 前者增长约 １２％，而后者增

长接近 ５２％。 由于美国新增就业绝大部分来自非贸易部门，因而收入分配在两部门

之间日益分化。① 还有研究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导致社会极化和财富集中的不均衡的

发展过程，正是这种日益累积的分配不均导致全球经济停滞不前。② 收入不平等直接

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党派及其思潮的对立，并催生了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浪

潮和社会动荡，这些都给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际

经济组织和机制推出的一系列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举措也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总

之，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表明经济全球化缺乏应有的包容性，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

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二）集体行动难题与全球治理规则变革困境

相比国内社会，国际层面的市场失灵更加难以防范和控制。 这是由国际层面国家

与市场互动的局限性决定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累积，各国需要采取行动共

同应对。 为了解决集体行动难题，曼瑟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以理性的个人为研

究对象提出了个人理性可以促进实现集体理性的两种情况：一是集体行动的人数比较

少，个人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收益份额较大，因而对即将采取的行动拥有较高的利益攸

关度；二是选择性激励，即采用惩罚或奖赏等手段胁迫或诱使个人采取集体行动。③

拓展到国际社会，在全球 ２００ 多个主权国家共同应对市场失灵的集体行动中，要在实

现每个参与者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集体行动者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几乎

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因为总有一些国家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够从其他国

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 对理性国家而言，最好的选择是“搭便车”，不必参与提供

公共产品的行动。 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选择，就会出现集体的非理性。
同时，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威将部分成

员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也没有权威对其他国家采取惩罚或奖赏等选择性激励措施。 尽管

在国家的授权下，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承担了协调国家政策和行动的职能，但国际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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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难题仍然十分突出，各国为自身利益不惜损害他国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 １９９９

年，全球 ２０ 个经济体建立了二十国集团合作机制，以推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集体行动。 为应对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二十国集

团升级为领导峰会机制，成为公认的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过去 ２０ 年中，二十国集团

在破解全球市场失灵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它取得的成果距离全球性问题的妥善

解决仍相差甚远。 一方面，各成员就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反对保护主义达成了一系

列共识；另一方面，各成员新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又屡创新高。 其中，最有实力采取

选择性激励措施的美国近年来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量位列全球首位。

从全球范围看，现阶段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不可能通过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

来实现，只能通过民族国家共同建立的各种规则或制度来实现。① 但在国际规则的制

定过程中，不同国家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甚至相差悬殊。 有的国家主导国际规则的

制定并由此获取更大份额的非中性收益，有的国家却不得不作为国际规则的接受者。

在国际规则和制度建立后，一些国家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只要现有国际规则能够继

续保障它们的利益，那些在现行规则体系下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国家将尽力维持现

状。 为维护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制度的变迁或创新，由此造成“制度僵

化”。② 当前，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很多方面早已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

时代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很难对其进行实质性改革。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

全球性问题因此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逆全球化政策的盛行与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化进程中涌现的各种全球性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各国发展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累积到

了一个爆发点。③ 这不仅反映出全球化存在诸多负面效应，还反映出世界各国对于这

些负面效应缺乏有效管控，任由其不断累积。 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投资保护此起彼

伏，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并且，由于全球化时

代国家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回溢效应和联动效应的广泛存在，这些逆全球化政策在

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持续的连锁反应，又进一步推动了逆全球化政策的蔓延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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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已形成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势力，全球经

济的发展和治理步履维艰。 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 ２０１６ 年，国际贸易与跨境资本

流动到达新低。 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２０１６ 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率为 １．３％，

较上年下降 １．３ 个百分点，为 ２０１０ 年以来新低，并且已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起，全球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长率不足 ０．５％；而在金融危机前的 ３０ 年间，全球外商直

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长率为 １８．３％。②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和贸易霸凌主义政策与这一客观背景不无关联。

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为今天探讨逆全球化政策和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治理问题提

供了基础。③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逆全球化政策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

面：一是国内层面市场的固有特性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加大，显示出全球化的包

容性缺失；二是国际层面既得利益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扭曲了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价

值。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彰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但在根源上，

作为管理全球化的工具，全球治理存在的“赤字”使得全球化的缺陷难以得到及时矫

正。 尽管国际社会建立了许多全球治理机制，但这些机制的发展和演进远不能适应全

球化新形势的需要。 其调整和变革面临既得利益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巨大阻力。 全球

治理赤字的广泛存在和日益加大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和不足不断放大，而其优势和

效用也逐步埋葬在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之中。

六　 结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东西方“两个平行市场”逐步融合为一个整体，世界各地的经济联

系越来越紧密，一些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也或主动或被动地

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能力不断增强，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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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全球化“红利”、增加全球福利的同时，也使一国内部的矛盾与问题迅速扩散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并由此引发区域性或全球性危机。 从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到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是世界经济遭受冲击和影响的范围、深度还是力度，都有大幅攀

升，并由此反映出世界市场自我调节失灵的问题日益突出。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问题面前独善其身，

仅凭一己之力也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加大时，

考虑到国家政策存在强大的溢出效应和回溢效应，国家应通过合作加强对市场的引

导、调节和干预，以有效防范和应对市场失灵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危机。 但现实却

与此相差甚远。 究其原因，一个客观原因在于在当今世界是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世

界。 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对内拥有决定自身事务、做出政策选择的最高权威，对外彼

此独立，无权干涉他国经济政策的制定。 即便是由各国让渡部分权力成立的国际机构

和组织，在约束民族国家行为方面也往往无能为力。 理论上讲，每个国家都将实现自

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目标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共同利益的受损。 但由于资源的稀

缺性，国家之间在世界市场中的争夺和竞争不可避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利益碰撞和冲突会日益加剧，集体行动难题难以得到有效破解。

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政策存在广泛的联动性，当一国采取以邻为壑的保

护主义政策时，其他国家的效仿或应对将会使其负面效应不断放大，并向全球扩散和

蔓延。 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因此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治理赤字持续加大。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政策的盛行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市场关

系的高度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也反映了重新审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必要性。 在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层面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密切，但两者内在特性、

取向和功能之间的矛盾性也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日益凸显。 经济全球化给当

今世界的财富增长和福利改进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但也给财富分配不公平和收入不平

等加剧提供了土壤。 面对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分配不公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

待发挥国际市场的良性功能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参与，在优化资源配置“做大

蛋糕”的同时更要注重合理“分配蛋糕”。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提高经济全

球化的包容性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如何对经济全球化

的受损者进行合理补偿、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

大课题，也是对全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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